
 

 

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 

和“驯服”全球化 

 

景丹阳 
 

【内容提要】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逆全球化浪潮。对其起因的

认识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是经济危机引燃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有的则强调所

谓文化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转型因素。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技

术革新、社会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效率提升和财富

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会破坏社会稳定和加剧不平等。就全球化的负面影

响而言，一是政府有效管理更加困难，巨型企业拥有了不弱于主权国家的权力，

以至于传统国家和社会在面临挑战时无能为力；二是距离的拉近使得不同国家

和地区更容易相互影响、引发混乱，造成人们的不安全和焦虑感；三是全球化

天然地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本文认为，

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多个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于全

球化有失公允，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全球化的应对不力。世界要走出危机、重现

经济繁荣并克服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应恰恰要依靠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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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标志着以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为内核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政

治结构的全球扩散，伴随而来的是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整个世界连接

起来。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人类财富迅速增长，技术革新一再加速；与此

同时，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似乎也更加频繁，影响也更为深远。面对随着全

球联系深化而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正在出现动摇。以主要工

业化国家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主动后撤以及保守乃至极端主义政治势力

的上台或兴起为标志，全球化正在面临危机。事实上，全球化具有促进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和加剧不平等、引发危机的双重属性，这是由全球化的本质

决定的。即：以资本、人力等各要素的自由流动来构建一个更小、更开放、

相互间联系更紧密更深刻的世界。这一本质并无好坏，将其负面效应放大的

是政治现状和对全球化的管理不力。因此，对全球化的推动和利用应是一个

强化其正面效果而限制、缓解其消极影响的过程，不能放任其自由发展——

这也正是当下世界正面临的危机的主要根源。本文将从考察危机根源，全球

化双重属性的机制，以及如何放大正面作用、消减负面影响三方面展开，探

讨西方国家将如何渡过当前危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全球

化，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的可能贡献。 

 
一、问题根源：经济危机还是文化焦虑？ 

 

尽管学术界和观察家们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及逆全球化浪

潮少有异议，但对其深层次原因却充满分歧。 

（一）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引起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关注经济因素的学者将此番逆全球化浪潮以及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根

源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政策。归纳历史就会发现，主要工

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左（凯恩斯主义、大规模刺激和政府干预）和右（小

政府、去管制、自由贸易等）之间摇摆，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这种政策摇摆带来了经济、政治危机，同时危机也推动政策的转向，两者相

互作用。具体来说，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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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近乎天然的影响，西方国家早期大多推行以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

的自由主义政策，希望以“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但一

段时间后，由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以及政府失位，经济危机爆发，

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攀升。此时国家政策会转向政府干预和大规模

刺激，通过扩大政府职能和加强干预来重振经济，缓解滞胀。但在经济危机

基本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再次抬头，新一轮周期开始。① 

政治动荡与混乱则几乎总是紧随经济危机发生。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的国家领导人的初衷是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来带动经济发展、达到全社会最

优状态，但自由主义下资本的自我积累和不平等的加剧等却阻碍着这一目标

的实现。反倒是缺乏必要管制带来的过于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资本的自我

逐利特性被成倍放大，引起部分国家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其后果是少数

群体获得暴利，却以其余国家和人群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危机在受害最严重、对现状最不满和对未来最缺乏信心的一部分人群中引发

恐慌，极易升级为民粹浪潮和极端主义情绪，给政治煽动家和机会主义者提

供可乘之机。这些阴谋家通过极端言论迎合民意，煽动底层百姓，向他们许

以上台后彻底改革现有政治架构、重建清明之治的诺言，以换取他们手中的

选票，从而获得政权。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如果以 19 世纪 70 年代

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计算，到 1914 年一战爆发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

经高速增长了半个世纪左右。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加剧

了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形，美国试图以信用扩张带动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

1929 年 10 月份华尔街股市崩盘，这成为大萧条的开端。② 尽管对于危机的

根源究竟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干预过多仍有争论，③ 但这次经济危机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经济不景气对底层

工薪阶级的打击最大，饱受物价飞涨和失业之苦的社会中低层认为国家已经

① 张新平、王展：《美国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破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年第 3 期，第 50-52 页。 
② 参见[美]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9-237 页。 
③ 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载《读书》2009 年第 5 期，第 34 页。 

 
54 

                                                        



2017 年第 1 期 

被精英控制，而自己则是被抛弃的群体，未来希望全无。他们期盼一位“救

世主”的出现，他能够打碎无能腐败的现行政府，革除一切弊端，真正为人

民服务，带领他们达到梦想的黄金时代。于是极端政客成了“最佳”候选人。 

（二）线性发展：文化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转型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过程，其中伴随着诸

多传统价值和联系的破坏。当很多人感觉到自己所珍视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

被侵蚀以后，就会产生迷茫和困惑感，加之所谓“左”“右”翼政党在经济

政策上的实质性趋同，文化及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超越经济因素。工

业革命以来，各个国家都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的深刻变革——这既带来了繁

荣和发展，但也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秩序、联系和信任。原有价值联系的断裂

为经济增长不均衡、政治扭曲以及社会动荡提供了土壤，专制政权、种族屠

杀以及世界大战等政治灾难孕育其中。① 当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在

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社会在经历上述变迁时的消化不畅和负面反应。正如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

过程则滋生着动乱。② 

在此背景下，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因素和收入水平只不过构

成这一差异的表象特征。从 2009 年极端保守派“茶党”的兴起，到今天“特

朗普旋风”横扫美国，各种民粹主义色彩强烈的政党在欧洲兴起，这都反映

了民众期望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某种巨大割裂。移民大量迁入、原有政治价值

淡化褪色、公民社会不复存在，这是相当多普通西方民众眼中民主政体的当

前图景。他们因为往昔浪漫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精英阶层把握和控制

政府以及主流政治家的低效守旧而感到愤怒，这种情绪最终转化为对唐纳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政治人物的支持。另一方面，“左”“右”

翼政治派别的经济主张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靠拢，都偏向自由主

义，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但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和此后政治动荡的

① Pankaj Mishra, “The Globalization of Rage,”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6, 2016, pp. 
46-54.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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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包括自由派在内的政党都靠向了所谓混合经济，即加大财政支出和国

家干预以促进经济发展，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比希拉里·克

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规模更大。正是在此意义上，观察家法里德·扎卡

里亚（Fareed Zakaria）断言，当今时代的政治仍未逃出 20 世纪以来以左右

意识形态区分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具体选举模式巩固了

这一区分，而经济因素不过是这一区分中的表象。① 更严重的是，与经济领

域恰好相反，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党派之间的分歧前所未

有地扩大了。相关研究显示，在 2011—2012 年间的美国第 112 届国会中，

最温和的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几乎都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议员更保守。② 这种

分裂也说明了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人们选择特定党派或候选人主要是

出于对对立派别和候选人的厌恶，而非有多么赞同其所支持党派的立场，③ 

即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④ 

 
二、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与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 

 

事实上，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文化焦虑，其反映的都是同一历史进程，

只不过关注重点不同。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

境况是决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政治和文化则是一国经济表

现的晴雨表。以此次逆全球化浪潮来看，经济不景气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

这种弥漫全社会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事态的严重程度，加剧了危机。这一相互

作用在更长时间段内也同样适用，全球化在此长周期内发挥了催化剂作用。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转型并非线性和均衡的，而是呈现周期性起伏，

①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6, 2016, pp.9-15. 
② 朱文莉：《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6 年 10 月

12 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U2NTAzOA==&mid=2649705066&idx=1&sn 
=360eb3e958ee41deef325135353aa8dd&chksm=83321b2bb445923da7b53814dde4172e6ec5f9dd7
a5e6daa9246e93f7e7bea24a44ad2b16490&scene=4#wechat_redirect。 

③ “In Their Own Words: Why Voters Support-and Have Concerns about Clinton and Trump,”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1,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9/21/in-their- 
own-words-why-voters-support-and-have-concerns-about-clinton-and-trump/. 

④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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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间或伴随着倒退。首先，转型和变革在西方国家率先开始，其他国家落

后。英法美等国凭借先发性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遥遥领先，

并率先启动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这些先行者的优势是巨大的：非但不会

遭遇后来亚非拉国家转型过程中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反而可以强夺和利用

其他国家的资源为己所用。其次，同一时期的国家、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

的转型进程未必均衡，这与政治、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相关。其客观后果

是，一些国家或地区转型顺利，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则

不那么幸运。第三，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其转型过程中

积累的问题多以周期性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对

外扩张一个多世纪以后，整个世界都已经被卷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系，因而周期性危机这一特点也扩散至全球范围。第四，无论是横向还是纵

向看，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转型进程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在空间与时间上相互

联系并影响。先发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推广给其他国

家，甚至以强力剥削弱国，另一方面其发展成果也吸引着后发国家的各种要

素的流入。这种互动的确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快了转型速度，但同时也造

成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很多后发国家的原有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及经

济基础已被破坏殆尽，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国家体系却因为水土不服而迟迟

建立不起来，有的甚至陷入不进不退的“灰色地带”长达几十年。转型期的

政治经济危机在此期间集中爆发。最后，作为新时代具有强大整合力量的全

球化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相互影响和作用。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小、更扁平、

更复杂，这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个人之间的联系都前所未有

地紧密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态都有可能给其他看似不相关的地

区或个人带来影响，危机更是如此。以难民问题为例，欧美国家在远离本土

上千公里之遥的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甚至发动战争带来的地区动荡，最终会以

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形态影响到本国国内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稳定。 

（一）全球化的双重属性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人力、商品、技术等各种要素的自由

流动，最终造就一个更小、联系更紧密，同时更复杂、更不确定的世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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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质决定了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逐渐消弭的国界、更加扁平的组

织结构降低了各种成本，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新技术溢出、现代化管理

理念的扩散以及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都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几何

级增长，而经济繁荣又反过来推动科技创新和扩散，将全球化推向更高阶段。

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扁平化和流动性让政府尤其是个人更加脆弱无

助，这加剧了各个层面的不平等。面对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随机性增加，加

上跨国界联系更加紧密和扁平的趋势，主权国家的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管制

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事态，也无法有效抵御他国事态对自身的影响。对个人而

言更是如此，拥有更多资源要素的人往往也是适应全球化最好的人，他们在

全球化时代如鱼得水，而本来就处于弱势、难以搭全球化便车的人则被越甩

越远。同时，全球化强化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力量，也强化了其逐

利性特征、加剧了不平等，成为经济政治危机的加速器。 

一方面，全球化对生产力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依赖劳动力、资

本、原料、技术、管理等要素，而全球化则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些要素

的最佳配置，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曾经阻碍技术扩散、信息交

流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在全球化时代正在被清除，需求方能轻易得到其所需要

素，并以极低成本投入研发或生产。更重要的是，全球化造就了一种全新的

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它讲求点与点之间的直接联系，推动一种上下层级更

少、横向联系更复杂的扁平化社会组织模式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

步尤其是信息科技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传统世界的政治力量还在缓慢调

整步伐以适应时代变化时，技术的爆炸式扩散却将世界迅速联系了起来，并

日益将政府等传统势力推向边缘地位。在全球化浪潮中，技术更新、社会组

织模式和思维方式变革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效率增长和财富增加。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在破坏稳定和加剧不平等。首先，更多要素的自由

流动和各种问题的复杂联系意味着政府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对各国政府

而言，诸多要素中冲击最大的是人和资本：资本的逐利性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大量移民则给当地原有政治经济秩序、历史文化传统带来冲击。国际“热钱”

的大规模流动导致部分国家经济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例子已不少

 
58 



2017 年第 1 期 

见，而自 2014 年以来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和移民大潮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

更容易引起焦虑和恐慌。正如扎卡里亚所断言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全球化的

最后一道关卡，① 也将引起更大危机。同时，从跨国公司到全球整合性企业

（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s），全球化时代下的巨型企业拥有了不弱于主

权国家的权力。它们如此强大、与各国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传统国家和社

会在面临这种挑战时无能为力。② 其次，距离的拉近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更

容易相互影响，引发人们的不安全感。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

交流，同时也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震荡。在一个以即时网

络通讯工具来认知外部世界的时代，片面、偏激、互相仇恨的情绪传播起来

更加容易。在碎片化、情绪化的个人主义时代，政治动荡带来的危险更加分

散和不可预测。再次，全球化天然地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种倾向根源

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资源的人永远是少数，而资

本的逐利性特征则会使资源越来越集中，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全球化则加

快资本集中速度、加大集中程度，将不平等推向极端。事实上，并非所有人

都是全球化过程的获益者，相当一部分人被甩在了后面，并未获得全球化红

利。具体而言，在全球化中处境日益不利的群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多数发

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公民，他们因为自己国家的弱势而天然地处于弱势

地位；二是发达国家里只有中低教育水平、技术不熟练的中年以上工薪阶层，

他们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处于不利地位。研究显示，特朗普的

核心支持群体就是以白人、中年、劳动阶层为主，教育程度一般在高中以下，

多集中居住在美国南部“圣经地带”和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贫困地带。③ 另

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全球经济联系，国界的重要性日益淡化，因而以个

人为单位的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国别间不平等。④ 

信息技术革命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① Fareed Zakaria, “Populism on the March”. 
②  Sam Palmisano, “The Global Enterpris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4,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6-10-14/global-enterprise. 
③ 朱文莉：《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 
④ François Bourguignon,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1, 2016, 

pp.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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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轮金融危机及接踵而来的逆全球化浪潮，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负有重大责任。冷战结束后西方对自由民主胜利的喜

悦、对全球化扩展的乐观掩盖了其负面作用，全球化在几乎毫无质疑的情况

下高歌猛进。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和罗纳德·里

根（Ronald Reagan）总统联手推动新一轮自由主义浪潮的时候，他们相信自

由流动的资本也会成为更加公平的资本，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事实证明两人

对自由主义政策有些过度乐观——美国以信用促繁荣的超前消费型经济最

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流动资本大量涌向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

家，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并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国家破产。有学者将欧洲债务

危机直接归因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欧盟政策的自由化转向及其建立一体化

市场的努力，认为法国左翼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及其财长雅克·德洛尔（Jaques Delors）——后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没

能“顶住压力”坚持国有化及政府管制的左翼政策，为了与其他西方国家保

持一致而转向更“先进”的自由主义政策。① 这直接给欧盟此后的财政和经

济走势定下了基调，成为如今危机的祸根。这种判断未免夸张，但并非全无

道理。 

（二）全球化管理不当与逆全球化危机 

全球化本身并无优劣，重要的是怎样善加利用。其自身的双重属性及当

前的逆全球化危机，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各国的全球化管理危机，这要求国家

机器和社会机制顺应时代要求加以改革。 

尽管具有双重属性，全球化的积极面总体上仍大于消极面。然而也正是

这一认识客观上导致了全球化的管理危机，② 因为政治、商业、学术精英们

并未充分重视管理全球化消极面的机制建设。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让发达国

家底层工人阶级丢掉了工作，个别地区的战争动乱产生大批涌向欧美的难

①  Arthur Goldhammer, “How French Socialism Built—and Destroyed— the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9,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9/09/how-french 
-socialism-built-and-destroyed-the-european-union/?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
tm_campaign=New%20Campaign&utm_term=%2AEditors%20Picks. 

② James Stavridis, “The American Brexit is Coming,” Foreign Policy, October 6,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0/06/the-american-brexit-is-coming-tpp-trade-trans-pacific-partners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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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给迁入国家带来多方面冲击。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在诸多层面加深了

人们的焦虑和隔阂，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容易滋生。这些原本应被

社会吸纳并尽可能消除的问题未得到现有主流政治的足够重视，它们不断积

累并最终演变成为系统性危机。当危机已然爆发时，各国领导人发现他们面

临重大困境：人民对政府机构丧失了信心，希望彻底推翻现有建制、推动全

面改革。主流政治的改革计划却都是在既有框架下追求稳妥的渐进主义措

施，离普通民众的期望太远。正因如此，政治极端派利用民众心理，通过迎

合其诉求而获得底层民众支持。从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到法国

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从德国另外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到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① 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滑

向民粹主义的危险。 

这一场景很难不让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也兴起于经济高速增

长后的危机期，其特点有：大量外国移民迁入、不平等加剧、失业率升高等，

这都为希特勒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整个欧洲都参加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十多年以后的大萧条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民粹浪潮也

并非只发生在一两个国家，但最终却只在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形成气候，

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则成功抵御了危机侵蚀。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这

些国家政权——主流政治家及各领域精英——在面对民粹浪潮时的应对措

施不同。德意等国的主流政治不断向极端分子及其支持群体妥协，最后甚至

几乎没有抵抗地全盘交出政权（如兴登堡），使整个国家陷入极权统治，最

终走向毁灭。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建制派或传统主流政治家则早早意

识到了任由事态发展的危险性，在危机发酵引起政局变动之前及时采取措

施，保证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这些应对措施基本上是建制派的渐进

主义和民粹运动的全盘改革的结合体，既充分吸收了广大底层民众要求变革

的声音，同时又能将其纳入现有政治框架中，不致引起政局的根本性变动。

也即是说，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并不是它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而是既有政体

在面临这种动荡时的应对不力。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

① 欧洲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 
_67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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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果当政者和建制派力量对当前危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能做出反

应的话，事态很可能会继续恶化。 

 
三、“驯服”全球化：强化正面效应，减轻负面效应 

 

无论是挟冷战获胜之势推进全球化的西方国家，还是为发展经济而加入

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视全球化为实现繁荣的工具，甚至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灵丹妙药，却几乎无视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一系列危机可能。尽管正

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很多人对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推动作用仍深

信不疑。因为，在金融危机和民粹浪潮之外，人们还看到全球化的种种利好：

联系更紧密、更加充满活力的世界，社会公民权利的全球扩展，中国等新兴

国家崛起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多元平等，诸如易贝网（eBay）、阿里巴巴

（Alibaba）等科技和商业革命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等等。除少数直接受

害者外，大部分人尽管抱怨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但他们的收入毫无疑

问增加了。① 这个世界仍一如既往甚至比危机前更需要全球化，某种程度上

应对当前危机的关键也在于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它的好处将是推动世界继续

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处，就需要消减和缓解其

负面作用。 

（一）继续推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远远超过

了之前数千年的财富总和，20 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革命则

再次更新了经济增长模式，科技和商业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

力。经济增长始终是解决人类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本，它在所有层面上丰富

人类解决问题、推动进步的手段。科技进步和知识革新将人类的认知盲区向

外无限延展，财富增长则将知识革命变为现实，两者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两根

支柱，人类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虽然这种生活水平提高在全球任意地点并

① 刘瑜：《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川普现象》，澎湃新闻，2016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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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是均匀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大部分人的生活相比以前都改善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及（一定意义上）前全球化时代，由于整体

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人们对不平等加剧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但随着全球化

的深入，贫富差距被成倍放大，这种短期内的不平等迅速拉大给落后者的落

差感更强烈。另外，全球化同时还拉近了距离，使得差距更加直观可感，原

本“与世隔绝”的落后群体发现自己无处可逃，被推向全球化大潮的边缘。 

任何一种变革都不是零危害的，进步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系列负面效

应，全球化也是如此。但如果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就会发现，全球

化正面作用的不均衡只是短期的，它的红利终将润泽全人类——当然，前提

是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事实上，人类社会已经多次见证了类似过程的发生。

在工业革命之初，暴力革命和政权垮台对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西

欧诸国而言显得并不遥远，社会急剧转型，“羊吃人”运动将贫富差距拉大

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在度过这段震荡期后，这些国家最终一步步发展成

为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领先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绝大多数人都拥有较高生活

质量。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应对变革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全

球化浪潮不会退去，最终惠及所有群体，而不是因噎废食，抛弃全球化。 

（二）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长期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来最终“润泽”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并不

意味着任由其自己在困境中挣扎；政府和社会要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境况至

少不会持续恶化，不会被冲击彻底击倒，以免引发更大动荡。为实现这一目

标，在两个方面改进社会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短期而言，以二次分配为主的

直接资金补贴可以给弱势群体提供最有力支持。对受全球化打击的人群而

言，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或培训，在此时

间段内，由政府部门直接发放的补贴将尤为重要。尤其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背

景下，保证这一群体的境况不会继续下滑，二次分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另外，公平有效的二次分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所应具备的要

素之一。 

长期来看，由政府与社会支持的二次就业培训和相关教育课程是帮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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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走出困境的关键。仅靠政府救济并非长久之计，重要的是保证其在全

球化时代中重获竞争力，虽然这并不容易。庞大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存在，

就是因为经济繁荣创造了足够多待遇优厚的职位。在全球化中，中产职位并

未减少（事实上甚至增加了），它们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配置了而已。

留在发达国家本土的，几乎都要求有更高教育水平和技术的岗位，而以往从

事低端工作的工薪阶层则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反对全球

化最激烈的人群，往往是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人群。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中，要求中等以上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和

工作经验的工作岗位数量由 1980 年的 4900 万增长到了 2015 年的 8300 万，

占总就业岗位的 68%；另有超过 87%的就业者或求职者认为新的技能和培训

对于职场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或者重要的。① 这些培训应包括：以全球化竞

争为导向的二次就业培训，包括基本国情、全球形势等的基础教育，以及相

关的就业信息服务。这些技能储备能帮助他们在全球范围的产业重组中找到

更稳定的新工作，最终帮助他们重新加入中产阶级并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

者。当然，政府同时也要保证经济运转良好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社会

保障体系是社会良好运行的保障，更是危机时的稳定器，面对逆全球化浪潮，

西方国家需要更有效、更精准的社会保障。 

（三）强化早期预警和响应能力，提振公民信心 

民粹主义危机演化到今天这种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在危机显露

之初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也未采取应对措施，以致在危机最终爆发时无能为

力。主流政治的共同点就是对新问题不够敏感，难以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反应，

最终往往使小问题升级为大危机。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快，

社会多元而复杂，传统政府机构和政治家在面对新挑战时显得难以跟上节

奏。此次逆全球化浪潮可看作西方社会的长期弊病积重难返，并在经济危机

的诱导下集中爆发，给现行体制以重创。 

在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民意时，政府应当更加开放、自信和灵活。这

不仅涉及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包含思维方式和心态的变化。一方面，应当改

①  “The State of American Job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16, http://www. 
pewsocialtrends.org/2016/10/06/the-state-of-american-jobs/. 
 
64 

                                                        



2017 年第 1 期 

变以往政治中的党派相互攻伐、政策落实缓慢的状况；贴近底层民众，不仅

听取他们的意见，更要尽力实现其诉求。另一方面，在意识到问题后应当重

视并加以解决，而掩盖或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甚至企图通过强行压制来“消

灭”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即便短时间内很难扭转现状，但至少应表现出积极

态度，以提振政府公信力。当希拉里连如何刷卡进入纽约地铁闸口都不知道、

邮件丑闻频频爆出时，不难想见她和她的民主党在选民心中是何种形象。在

焦虑的民众看来，一个反应迟缓、行动无力的政府就是一个被精英控制的机

器。在此情况下，重建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是首要任务。 

（四）重视移民问题的社会和文化冲击 

作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流动要素，移民问题值得专门讨论。尽管具有相

似性，但移民和难民问题在影响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方面却有本质不

同。移民是全球化的后果和组成要素，它对接收国的影响主要在社会和文化

方面，而难民则主要带来经济和政治影响。人们对于迁入移民的排斥主要来

源于文化和心理因素，他们害怕移民稀释本社会原有属性、核心价值观乃至

于民族特性，最终造成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如美国人对“我们是谁”① 的

质疑。至于移民会夺走本地居民的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片面认识的以讹传讹以及政治家们的竞选说辞。移民通过合法途径进

入某一国家，同样要面临当地居民所面临的就业竞争，而且可能因为语言、

文化、环境等方面障碍而更加困难。如果说有本地居民的工作被移民“抢走”，

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具备很高技术含量的中低收入工作。与此同时，拥有高教

育水平的移民对本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的促进作用则要大得多，这些

人往往成为该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退一步而言，即使本地人因为移民涌

入而丢掉工作，但从长期来看，国外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竞争力和经济繁

荣将超过前一部分损失。这样，问题又回到了长期经济发展和短期不平等上

来。因此，移民造成的经济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难民则不同，他

们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涌入，多数为不合法途径，且难以保证受教育水平和

各方面素质，短期内很难被接收国作为合格劳动力吸纳。更重要的是，某些

① 参见[美]萨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

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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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会混迹其中伺机发动袭击。另外，移民在接收国往往大量聚居，有

的仍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及习惯，或者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对所在国来

说是极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长此以往将成为不稳定根源。这一情况我们在

法国已经看到。 

移民的确会带来文化冲击，但对它的恐惧很多时候却被放大了。首先，

接收移民少、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确实更少面临由移民引起的民粹主义危

机，比如日本。其次，即便是吸收大量移民的种族文化多元的国家，如果处

理得当，也能最大限度避免移民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冲击。法国政府禁止穆斯

林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布卡”（burqa）头巾，① 但现在法国的社会冲突

和安全形势是欧洲最差的国家之一；荷兰也有大量穆斯林、黑人和亚裔移民，

但由于自信、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及社会氛围，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事实上，

政府应当做的是以开放的态度尽量消减公众因为了解不足而对移民的恐惧

和排斥情绪，而不是相反。若干简单措施就可以收到不错效果，如通过公益

广告来宣传全球化及移民将如何使全社会在经济上受益、在文化上更加多元

和具有活力，出台政策帮助移民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工作并融入社会，等等。 

（五）强化国际合作、加强国际金融资本监管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最不透明、不平等最突出的

领域。全球化使要素流动更加便利，资本流动尤其如此。国际热钱在资本的

逐利本性驱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转，不仅使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大鳄轻

松获得巨额回报，同时也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过

程中，资本家们因为处于全球化顶端而总是能够在危机爆发时避免损失甚至

从危机中获取暴利，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底层百姓则损失惨重。国界更松弛、

国家间联系更紧密的世界需要各国、各国际组织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以提高

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 

历史地看，对资本的放任最终必将带来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亚当·斯

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配置资源使其达到最

① Angelique Chrisafis, “France’s Burqa Ban: Women are ‘Effectively under House Arrest’,”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9,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sep/19/battle- 
for-the- bur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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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完全对市场放任自流而不加管制，它最终会失调

紊乱。因此，他又在另一本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社会规范

和道德对市场的节制和平衡作用，但往往被后人所忽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

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新著《21 世纪资本论》中重申了当今时

代的同样问题。在他看来，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世界经济已经陷

入了不正常状态，这种不平等的持续将会引发更大危机。① 

 
结 束 语 

 

人类社会进程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对

“历史终结”的乐观，西方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狂飙突进，

既见证了信息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也经历了世界

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和普遍的不确定性。直到不久前时任意大利总理伦齐公

开提倡并向默克尔等领导人兜售凯恩斯式的刺激计划，甚至连长久以来作为

自由主义旗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承认，很多基于新自由主义的

政治经济政策是错误的。② 自由主义理念及政策对此次全球性危机负有的责

任之重大可见一斑。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不同，全球化及其变数让未来更加

不确定。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是面临不确定性，越应该保持

开放，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同时

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世界中，只有足够开放、

主动拥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从中获益，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的经历已经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是多重因素

长期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为全球化有失公允。相反，要走出这一轮危

机、重新实现经济繁荣并克服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应，恰恰还要依靠更深层

①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 至 28 页。 
② 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and Da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June 2016, pp.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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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全球化。 

中国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推动全球化作出贡献。第一，继续深化经济结

构改革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增长势头。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主要

原因和表现有消费需求不足、贸易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等，① 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引

擎。只要中国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就会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为全球化深化创造有利环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潮中，中国的作用尤显

重要。其次，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事务，包括积极建设更具包容性和符合时代

特点的多边国际组织，推动国际秩序多元化和民主化。建设民主的国际新秩

序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中国，更多元的国际活动也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国际

组织。现有国际组织在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上与全球化已有脱节，无法匹配

其活力与挑战，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大大下降。② 中国应在实力

增强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参与建设更加多

元、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亚投行通过深化与亚欧各国经济合作、促进各

方经济发展，表明了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深化合作的意愿和决心，是“一

带一路”倡议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具体落实。第三，推动科技

创新，将全球化推向更高层次。科技发展与扩散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也是

经济增长的支柱，新一轮科技革命往往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又一次深刻变

动。以科技促发展既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要求，也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基本

特征。以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无人驾驶、航空航天等

前沿科技领域为代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抓住当前机遇将是中国

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保障。应积极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资力度、加强官

商学合作、鼓励民间创新。。最后，要缩小分歧、管控风险，为全球化营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也制约着政

① 陈琪、管传靖：《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何以让世界倾听？》，卡内基清华中心，

2016 年 9 月 28 日，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6/09/28/zh-64845/j6fq?mkt_tok =eyJpIjoiT1Raa 
U1HTmtOV000WldabSIsInQiOiJ6TG0ycXowS05cL3RtZ29rTWhzUDZ0TDFnVlZuVU1DSlFm
WnJBTkgwdXlhRHpjK1wvVEFrU1Q4NWlVdkJDcGx6XC9zMHBodmxGR0tBYnFwQjBBeUtc
L1VucjE0aDBlTnR5MjFMRE5aMTVGbUhRNDg9In0%3D。 

② 参见《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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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全方面的矛盾，但若干主要国家，如中美、中日之间的分歧及潜在的冲

突可能仍令人担忧。尤其是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民粹主义浪潮与长期存在

的民族主义的结合，可能成为促使全球化退潮的导火索。中国应推动国际社

会珍视来之不易的发展与合作成果，推动有关国家加强交往与磋商，建立对

话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避免矛盾升级导致冲突。 

面对主要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怀疑，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承担着

更加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充分了解全球化对于

自身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无论由于何种目的，中国都没有理由任

由全球化退却而无所作为。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依赖程度不

低于任何国家，推动它的进一步扩展，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唯一道路。另外，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任何停滞和徘徊都无异于

倒退。中国需要而且唯一要做的，是坚定全球化信念，通过促进经济发展、

加强多边合作、鼓励科技创新以及规避可能的风险等手段，推动全球化走向

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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